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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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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应用耦合协调模型与障碍度模型，分析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耦合协调关系，
识别时空演化规律与特征，并诊断两系统耦合协调关键障碍因素。结果显示：粤港澳大湾区耦合协调趋势向
好，多数城市协调度偏低，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特征；各城市耦合协调发展均有从经济滞后型转向均
衡发展型趋势，但经济滞后型城市居多；人才质量、人才规模、开放发展、创新发展是影响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
因素，城市间差异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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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和转换增长动能将是现阶段和今后一个

时期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课题。人才作为具备知识

储备与技术能力资源，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外溢对知识、技

术、信息等加以吸收转化，促进地区社会知识存量增加，从

而有效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经济发展提质增效。经

济发展较好的地区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生态环境、生活

水平、创新就业等方面的需求，为各类人力资源集聚提供

载体。人才是经济增长和效益提高的重要保障，经济高质

量发展也是聚集人才和优化结构的原因和方向，二者相互

作用、相互影响。

关于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大批学者从

不同角度展开研究。一般认为，人力资源水平或存量高低

对于减轻区域经济差异具有积极作用。崔祥民和柴晨星

（2022）[1]应用空间杜宾模型验证了人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之间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史梦昱和沈坤荣

（2022）[2]基于SDM模型研究发现，人才引进政策对经济增

长存在“U”型影响。韩兆洲等（2020）[3]通过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创新效率模型的测算，认为吸引和留存创新人才是人

力资本促进城市创新效率提高以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途径。Hanushek和Woessmann（2012）[4]认为更高的受教

育程度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综上可以看出，众多文献[5—9]研究了人力资源在经济

高质量发展中的促进作用，考虑了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

发展之间的协调关系，并进行动态分析，但更多是从省域

或更大范围展开研究，关于经济圈层面的人力资源与经济

发展协调关系研究较少，同时缺乏对于人力资源与经济高

质量协调发展制约因素的深入探讨。基于此，本文全面考

虑人口规模、人才结构、人才质量、要素投入等维度，构建

多层次的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全面和

客观反映二者的发展状况；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趋势面

分析，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进行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协调关系研判，把握其时空演变特征；并采用障碍度

模型定量诊断影响两者协调状况的关键障碍因素，以期为

粤港澳大湾区加快人才建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常用来量化系统间的关联程度，是定量测度研

究对象系统整体或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程度的重要指

标。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有效衡量耦合系统间互动发展

的协同效应和整体功效，弥补耦合度对系统间交互影响作

用分析的不足[8]。其表达式如下：

T = αM ( )u + βM ( )v （1）

C =
M ( )u ´M ( )v

æ

è
çç

ö

ø
÷÷

M ( )u +M ( )v
2

2
（2）

G = C ´ T （3）

其中，G 为耦合协调度，取值范围在0~1；T 为系统间

综合协调指数；C 表示耦合度；M ( )u 、M ( )v 分别为人力

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α 和 β 为待定权重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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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 + β = 1，结合相关研究[10，11]，取 α = β = 0.5 ，即人力资源系

统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在协调发展过程中同等重要。

本文参考张旭等（2021）[12]的划分标准，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D范围

0≤D≤0.2

0.2<D≤0.4

0.4<D≤0.5

0.5<D≤0.6

等级

严重失调阶段

轻度失调阶段

协调过渡阶段

初级协调阶段

D范围

0.6<D≤0.7

0.7<D≤0.8

0.8<D≤1

等级

中级协调阶段

良好协调阶段

优质协调阶段

为更好地反映人力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

差异特征，引入相对发展度 R ，即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的比值，即 R = M ( )u M ( )v ，具体划分情况见表2。

表2 相对发展度评价标准

所处状态

R<0.9
人力资源发展滞后型

0.9≤R<1.1
均衡发展型

R≥1.1

经济高质量发展滞后型

1.2 熵值法

熵值法一般用来量化一个指标的变化程度，熵值越

小，说明其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则在综合评价中的影响

越大，权重也越大。熵值法能克服多元指标变量间信息存

在重叠和人为确定权重过于主观的问题。

（1）数据标准化。

Dtij =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Xtij -min(Xtij)max(Xtij)-min(Xtij)max( )Xtij -Xtijmax(Xtij)-min(Xtij)

（4）

其中，Xtij 表示第 t 年 i 地区的第 j 项指标值；min(Xtij) 、max(Xtij) 分别代表第 j 项指标的最小值和最大

值，Dtij 代表各指标数据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2）计算第 j 项指标的熵值

Ej = - kå
t = 1

r

å
i = 1

m

Ptij ln(Ptij) （5）
其中，k =1 ln(r ´m)，Ptij = Dtij å

t = 1

r

å
i = 1

m

Dtij 。

（3）计算各项指标权重

Wj = (1 -Ej) å
j = 1

n

(1 -Ej) （6）

（4）计算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M ( )uv
ti
= å

j = 1

n

Wj Dtij （7）

其中，M ( )u 和 M ( )v 分别为第 t

年 i 地区人力资源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M ( )u 和 M ( )v 值越大，说明该地

区人力资源或经济高质量发展越好。

1.3 趋势面分析

趋势面分析是通过找出拟合最

好的多项式对区域散点进行内插，进

而模拟地理要素在空间上的分布规

律，具有简单和直观的优势[10]。模型

如下：

Zi( )uivi = Ti( )uivi +∆i （8）

Ti( )uivi = β0 + β1u + β2v + β3u
2 + β4v2 + β5uv （9）

其中，Zi( )uivi 为 i 地区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耦合协调度；( )uivi 为空间平面坐标；Ti( )uivi 为趋势

函数；∆i 为自相关随机误差，即 i 地区两者耦合协调度与

趋势值之间存在的误差。

1.4 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能根据指标体系评价结果，识别出限制该

结果进一步提升的关键障碍因子[13]。本文通过构建障碍

度模型，对影响两系统协调发展的障碍因子进行识别，模

型如下：

U = å
j = 1

n

Aij,Aij =
wij( )1 -Xtij

å
j = 1

n

wij( )1 -Xtij

´ 100% （10）

其中，Aij 表示指标层单项指标障碍度，为第 j 项指标

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Wij 为第 j 项指标权

重；( )1 -Xtij 为指标偏离度，设为指标标准化值与1之间的

差距；U 表示准则层指标障碍度，为准则层指标对两系统

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

2 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在遵循指标体系的适用性、可比性以及数据可量

化、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人力资源系统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评价指标体系。

人力资源系统方面，单良和宋关东（2016）[7]从人力资

源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三个方面构建区域人力资源系统，

为本文构建人力资源系统框架提供了有益思路。本文充

分考虑诸如人才发展[8]、人力资本[6]、人才结构[9]等反映“人

才”“人力”内涵与特征的指标，构建了覆盖人口规模、人才

结构、人才质量、要素投入4个方面的人力资源系统评价

指标体系。见表3。

表3 人力资源系统

准则层

人口
规模

人才
结构

人才
质量

要素
投入

二级指标

常住人口数量

人口净迁移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就业人口比例

男女比例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占比

劳动生产率

第三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

第二产业就业结构偏离度

大学生人才储备量

教育财政支出占比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指标解释

常住人口数量

人口净迁入率

人口自然增长率

就业人口数/常住人口数

男女比例（女=100）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从业人数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从业人数

GDP/从业人员数

（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1

（第二产业增加值/GDP）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从业人员）-1

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

教育财政支出/财政支出

每万人拥有卫生机构床位数

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数

单位

万人

‰

‰

%

%

%

%

万元/人

%

%

人

%

张

人

指标
类型

+

+

+

+

-

+

+

+

-

-

+

+

+

+

二级指标
权重

0.078

0.036

0.042

0.073

0.068

0.087

0.098

0.079

0.071

0.042

0.127

0.048

0.070

0.081

准则层
权重

0.156

0.326

0.319

0.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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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方面，本文基于对五大发展理念

内涵的充分理解，借鉴张忠俊等（2021）[14]、王婉等（2022）[15]

关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构建了涵盖创

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5个维

度16个二级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应用熵值法分别对两

系统指标权重进行计算，各指标及权重系数见表3和表4。

考虑到数据的可靠性，本文研究数据来自 2015—

2021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香港

统计年刊》《澳门统计年鉴》及广东省各地级市统计年鉴、

世界银行（WDI）、各地区统计公报、各城市官网公布数据，

其中部分缺失数据运用插值法补齐。

3 测算结果与分析

3.1 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特征

3.1.1 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水平

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与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并结合划分标准，确定

耦合协调度等级及统计特征。下页表5和表6显示，粤港

澳大湾区各城市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

度分布较为集中，多数在[0.5,0.7]区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

和中级协调阶段，尚无进入优质耦合协调阶段的城市。从

时间维度看，2014—2020年，仅香港、澳门人力资源和经

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波动下降，其余9个城市均

呈上升趋势。分地区看，由于各城市产业优势和发展路径

各不相同，人才培养机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不同，各

城市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香港、澳门耦合

协调度在[0.7,0.8]区间波动，虽整体有所下降，但各年均保

持领先水平；深圳、广州、珠海耦合协调度年均值处于[0.6,

0.7]区间，相对均衡；佛山、东莞等上升空间较大。从统计

特征看，耦合协调度极差下降，平均值提高，方差波动小，

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差距正逐年减小，整

体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趋势向好，但优质耦合协调发展趋

势不明显，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

有待进一步增强。

3.1.2 整体耦合协调度演变特征

运用空间趋势面分析2014年、2017年、2020年粤港澳

大湾区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演

变特征，见图1，其中Z轴代表耦

合协调度，Y轴代表南北方向，X

轴代表东西方向。

从图1可以看出，粤港澳大

湾区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大致

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

特征。与2014年相比，2017年

和2020年空间趋势面基本无显

著变化。从东西方向看，粤港

澳大湾区耦合协调度呈现东高

西低的“倒U”型曲线，表明粤

港澳大湾区东部地区耦合协调

度高于西部地区。从南北方向

看，粤港澳大湾区耦合协调度

呈现南高北低的“倒 U”型曲

线，南部地区耦合协调度高于

北部地区，相比于2014年，2017年和2020年南北方向“倒

U”型曲线最北端略有下降，表明南北间差距逐渐缩小。
Z Z Z

Y Y Y XXX

（a）2014年 （b）2017年 （c）2020年

图1 耦合协调度空间趋势面

3.1.3 局部耦合协调度演变分析

为进一步展示各城市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

合协调度的演变情况，应用ArcGIS 10.7绘制2014年、2017

年、2020年的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趋势图，见图2。

2014年 2017年

2020年

0~0.2（严重失调区）
0.2~0.4（轻度失调区）
0.4~0.5（协调过渡区）
0.5~0.6（初级协调区）
0.6~0.7（中级协调区）
0.7~0.8（良好协调区）
0.8~1.0（优质协调区）

0 20 40 80 120 160km

图2 粤港澳大湾区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变图

图2显示，粤港澳大湾区耦合协调度可分为7个区，耦

合协调度呈现上涨趋势，中级协调区和良好协调区域范围

显著扩大，整体空间差异逐渐缩小，说明随着粤港澳大湾

表4 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

准则层

创新
发展

协调
发展

绿色
发展

开放
发展

共享
发展

二级指标

研发投入强度

每万人专利授权数

R&D从业人员比例

产业结构合理化

产业结构高级化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

能源消费强度

经济发展含绿量

单位GDP固废产生量

空气质量优良率

外贸依存度

外资依存度

国际旅游发展

互联网普及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人均可支配收入

指标解释

R&D经费支出/GDP

每万人拥有专利授权数

R&D从业人员数/从业人数

（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能源消耗量/GDP

电力消费量/GDP

固体废物排放量/GDP

空气质量优良率

进出口总额/GDP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GDP

接待国际旅游人数

互联网普及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人均可支配收入

单位

%

个

%

%

%

%

吨标准煤/亿元

千瓦时/亿元

吨/亿元

%

%

%

万人次

%

%

元

指标
类型

+

+

+

+

+

-

-

-

-

+

+

+

+

+

-

+

二级指标
权重

0.048

0.047

0.065

0.049

0.089

0.074

0.057

0.102

0.052

0.044

0.072

0.049

0.109

0.032

0.010

0.101

准则层
权重

0.159

0.212

0.256

0.230

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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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济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升及行业结构调整等因素会

对人力资源系统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从而实现两者相互作

用、相互影响。从2014年、2017年、2020年耦合协调度的

空间变化趋势来看，中山、惠州始终处于初级协调区，广

州、珠海处于中级协调区，香港和澳门处于良好协调区；其

余地区耦合协调度皆有所上升，肇庆由轻度失调区上升至

协调过渡区，江门由协调过渡区上升至初级协调区，东莞、

佛山从初级协调区上升至中级协调区，深圳由中级协调区

上升至良好协调区。整体来说，2014—2020年，粤港澳大

湾区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稳定，但各城市耦合协调度呈现

明显的差异性。

3.2 相对发展度分析

根据熵值法测算所得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人力资源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数据，利用相对发展度计算公式测

得各城市各年份相对发展程度，见下页表7。

从时间层面看，与2014年相比，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

各城市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类型中，均衡发展型城

市明显增多，经济滞后型城市减少，发展类型有从经济滞

后型向均衡发展型转化的趋势。粤港澳大湾区在明确各

城市规划定位的同时，积极推进大湾区产业协同发展，进

一步加速新旧动能转换，加强产业集群建设和创新产业升

级，促进各地区经济的发展。2014—2020年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滞后型城市多于人力滞后型城市，这也间接说明经

济滞后是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两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原因。

从空间层面看，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人力资源与经济

高质量发展类型呈现多样化发展。2014—2020年，广州、

珠海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级协调阶段，江门由协调过渡阶段

向初级协调阶段转化，但这三个城市都属于经济滞后

型。广州、珠海等城市规模扩张与产业布局深入实

施，吸引较多外省人口迁入，人力资源流量和存量大

幅度提升，但地区占主导地位的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

集型，产业结构、产业链条与专业人才的适配性、融合

度不高，需进一步促进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

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深圳、香港、澳门耦合协调

度较高，其中香港、澳门在研究期内始终处于良好协

调阶段，但人力资源发展滞后，表明在研究期内深圳、

香港和澳门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满足不了经济发展的

需求，需要加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投入，加强高层

次人才队伍建设。肇庆和东莞分别经历“经济滞后—

均衡发展—经济滞后”和“经济滞后—均衡发展—经

济滞后—均衡发展”的过程，也进一步表明人力资源

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是动态演进、相互作用

的过程。惠州处于初级协调阶段，且经济发展长期滞

后于人力资源发展。佛山由初级协调阶段提升至中

级协调阶段，发展类型由经济滞后型提升至均衡发展

型，表明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协调发展趋势较好。

3.3 障碍度诊断分析

基于上述结果，运用障碍度模型计算各指标障碍

度，诊断影响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

展耦合协调关系的因子并进行排序。由于 2014—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

调度整体上趋于稳定，且障碍因子涉及的指标和年份较

多，将采用各指标在各个年份的障碍因子平均值来对各指

标层进行分析，结果见下页表8。

在人力资源障碍度层面，各城市主要障碍因子存在较

大的差异性，63.64%的城市人才质量的障碍度最大，其次

是人才规模和人才结构。由此可见，劳动生产率、产业就

业结构偏离度、大学生人才储备量等衡量人才质量的因素

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因子。具体来看，东莞、佛

山、惠州、江门、深圳、肇庆、中山耦合协调度受人才质量的

制约较为严重，主要表现为地区劳动生产率低，高校人才

资源对人力资源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较弱。

香港、澳门两者耦合协调度发展受人口规模影响较大，近

年来，香港和澳门社会经济环境复杂多变，人口老龄化现

象突出，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外来

人口迁移流入给香港、澳门带来的红利逐渐消失，影响着

香港和澳门人力资源的流动与积累。广州和珠海耦合协

调度受人才结构的影响较大，其中珠海人才缺口较大，供

需结构相对不平衡。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障碍度层面，整体来看，粤港澳大

湾区90.91%的城市受开放发展的影响最大，其中，东莞、

佛山、惠州、深圳、肇庆、中山、珠海、澳门受国际旅游开放

的制约较为严重，世界级和国家级旅游资源不足是影响两

者耦合协调度发展的主要经济发展障碍因子。创新发展

是影响香港耦合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香港由于特殊

的地理条件和社会历史地位，虽拥有高开放度的市场经济

表5 2014—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度

城市

东莞

佛山

广州

惠州

江门

深圳

肇庆

中山

珠海

香港

澳门

2014年

0.525

0.558

0.653

0.512

0.444

0.647

0.388

0.557

0.614

0.774

0.728

2015年

0.550

0.569

0.668

0.519

0.472

0.637

0.423

0.557

0.626

0.776

0.717

2016年

0.564

0.581

0.679

0.526

0.488

0.678

0.447

0.563

0.636

0.777

0.728

2017年

0.574

0.597

0.689

0.530

0.502

0.689

0.446

0.566

0.655

0.781

0.744

2018年

0.600

0.608

0.696

0.537

0.528

0.704

0.465

0.572

0.661

0.787

0.762

2019年

0.616

0.612

0.680

0.538

0.518

0.708

0.468

0.559

0.663

0.781

0.755

2020年

0.625

0.623

0.693

0.544

0.525

0.721

0.486

0.576

0.670

0.757

0.704

平均值

0.579

0.593

0.680

0.529

0.497

0.683

0.446

0.564

0.646

0.776

0.734

平均排序

7

6

4

9

10

3

11

8

5

1

2

表6 2014—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耦合协调特征及占比

耦合协调度
等级区间

0～0.2

0.2～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1.0

平均值

方差

极差

2014年

0

9.09%

9.09%

36.36%

27.27%

18.18%

0

0.58

0.01

0.39

2015年

0

0

18.18%

36.36%

27.27%

18.18%

0

0.59

0.01

0.35

2016年

0

0

18.18%

36.36%

27.27%

18.18%

0

0.61

0.01

0.33

2017年

0

0

9.09%

45.45%

27.27%

18.18%

0

0.62

0.01

0.34

2018年

0

0

9.09%

27.27%

36.36%

27.27%

0

0.63

0.01

0.32

2019年

0

0

9.09%

27.27%

36.365%

27.27%

0

0.63

0.01

0.31

2020年

0

0

9.09%

27.27%

36.36%

27.27%

0

0.63

0.01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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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经济实力雄厚，服务业高度发达，但第一产业基本处

于空白，工业基础差，门类不齐，导致科技产业化不足，缺

乏企业创新主体，进而影响香港对外贸易发展和外资利

用，应进一步推动产业多元化发展。

4 结论

（1）在耦合协调度层面，2014—2020年，粤港澳大湾

区人力资源系统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在

空间上大致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点，两系统耦

合协调度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各城市间差距逐渐缩小。然

而，大部分城市耦合协调度仍处于较低水平，长期处于初

级协调阶段或中级协调阶段。

（2）在相对发展度层面，2014—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

各城市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类型呈现多样化，整体

上发展类型有从经济滞后型向均衡发展型转化的趋势，但

经济滞后型城市仍居多，均衡发展型城市较少。

（3）在障碍度诊断层面，劳动生产率、产业

就业结构偏离度、大学生人才储备量等衡量人

才质量的因素是影响两者耦合协调度的主要人

力资源障碍因子，国际旅游开放程度、技术创新

水平是影响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发展的主要经济

发展障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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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2014—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相对发展类型

耦合协调度

轻度失调阶段

协调过渡阶段

初级协调阶段

中级协调阶段

良好协调阶段

类型

经济滞后型

均衡发展型

经济滞后型

人力滞后型

均衡发展型

经济滞后型

人力滞后型

均衡发展型

经济滞后型

人力滞后型

均衡发展型

城市

肇庆（2014年）

肇庆（2015年）

江门（2014—2016年）、肇庆（2016—2020年）

中山（2015年）

中山（2014年、2016—2020年）、东莞（2015—2016年）、惠州（2015年）

惠州（2014年、2016—2020年）、江门（2017—2020年）、东莞（2014年、
2017年）、佛山（2014—2017年）

深圳（2014—2017年）

东莞（2020年）、佛山（2020年）

广州（2014—2020年）、珠海（2014—2020年）、东莞（2018—2019年）、
佛山（2018—2019年）

香港（2014—2020年）、澳门（2014—2019年）、深圳（2018—2020年）

澳门（2020年）

表8 人力资源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障碍因子平均值 （单位：%）

城市

东莞

佛山

广州

惠州

江门

深圳

肇庆

中山

珠海

香港

澳门

人力资源

人口规模

17.38

23.79

21.15

24.63

24.08

7.72

22.69

25.38

27.11

39.59

36.13

人才结构

20.48

20.65

35.32

22.53

24.30

24.90

28.49

18.65

28.08

19.10

21.45

人才质量

39.73

34.21

30.33

34.68

37.62

39.49

33.63

35.91

24.00

26.67

16.59

要素投入

22.40

21.35

13.20

18.16

14.00

27.88

15.20

20.07

20.81

14.64

25.83

经济高质量发展

创新发展

13.62

13.43

14.67

14.84

15.28

9.82

17.05

12.01

11.97

43.44

34.93

协调发展

18.73

19.40

25.64

19.47

19.81

17.26

20.44

17.14

21.09

15.41

5.84

绿色发展

21.82

17.23

14.39

21.75

23.97

10.43

19.93

22.96

18.97

7.32

5.67

开放发展

27.89

32.32

26.04

27.86

26.08

39.10

27.41

30.89

31.18

13.55

45.30

共享发展

17.94

17.61

19.26

16.08

14.87

23.39

15.17

16.99

16.79

20.27

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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